
城市进口扩张对中国个体婚姻决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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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 本文详细考察了城市进口扩张对个体婚姻

决策的影响。 结果表明城市进口扩张显著降低了个体结婚的发生比, 该结果在改变

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测度方式、 变换估计样本、 改变估计方法后仍然保持稳

健。 分样本检验的结果表明, 进口扩张会促使高就业率的、 东部地区的个体, 女

性、 初婚年龄段、 高学历、 高收入和非农个体更大程度地降低结婚几率、 减少结婚

行为; 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进口、 进口高质量产品会对个体婚姻表现产生更

大的负向影响。 机制分析的结果证实了城市进口扩张有效提高了女性就业和收入水

平、 促进了个体受教育水平提升, 并改变了个体的婚姻观念, 使得对婚姻的需求下

降, 从而造成结婚率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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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进口会通过倒逼效应、 创造效应、 互补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等对国家经济发展

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自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 中国货物进口规模不断

扩大。 2001 年, 中国是世界第六大进口国, 在 2009 年上升至第二位; 2009—2022
年间, 中国连续 14 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 进口贸易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推动

了经济增长, 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带来了个体观念及行为的转变, 深刻地影响了个

体婚姻行为。 众多因素的叠加使得当下中国的结婚率逐年走低、 初婚年龄不断提

高、 离婚率逐年上升。 2022 年我国办理结婚登记 683. 3 万对, 再创历史新低, 相

比于顶峰时期的 2013 年, 结婚人数下降了近一半。 与不断下降的结婚率相对应的

是初婚年龄持续提高, 从 1990 年到 2020 年, 我国平均初婚年龄从 21. 4 岁增长至

28. 7 岁, 提高了 7 岁之多, 大量适婚群体选择晚婚甚至不婚。 此外, 离婚率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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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 从 2000 年的 1‰增至 2016 年的 3‰。 离结比从 1990 年的 8. 41%增长至 2020
年的 53. 29%。 相比于结婚人数, 离婚人数增长得更快, 当代年轻人对婚姻的需求

大幅降低。 持续下降的结婚水平带来的直接效应便是生育的推迟、 减少, 这使得劳

动力成本逐年上涨, 人口数量红利消失,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将对中国经济社

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在全球经济深度融合、 中国经济双向循环的背景下, 进口

贸易是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会通过就业、 收入等利得分配对个体及其家庭

的经济环境变迁带来重要影响, 从而影响个体婚姻决策。 本文将通过城市进口扩张

对中国个体婚姻决策的影响进行考察, 厘清进口贸易开放影响个体婚姻决策的方向

及渠道, 为贸易政策以及人口政策的制定提供实证参考。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 结合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 BACI 数据、

GeoDist 数据和世界发展指标等, 采用外国对本国城市的出口供给来测度本国城市

的进口扩张, 深入探究了城市进口对个体婚姻决策的影响。 结果发现, 城市进口扩

张显著降低了个体结婚的发生比, 从而造成结婚行为的减少。 分样本检验的结果表

明, 城市进口扩张会促使就业率高的、 处于东部城市的个体以及女性、 处于初婚年

龄段个体、 高学历、 高收入和非农个体更大程度地降低结婚几率、 减少结婚行为。
此外, 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进口、 进口高质量产品会对城市中个体的婚姻表

现产生更大的负向影响。 最后, 本文探讨了进口扩张引致个体结婚几率下降的潜在

机制, 发现进口扩张会通过提升女性经济实力、 提高个体受教育水平、 改变个体性

别认知观念等渠道影响个体结婚决策。
本文可能存在以下几方面的边际贡献。 第一, 本文是少有的考察中国城市进口

扩张与个体婚姻决策关系的文献。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贸易自由化对宏观层面结婚

率的影响, 本文则试图分析中国城市层面的进口扩张对本国居民婚姻行为的影响,
这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国际贸易发展对个体及其家庭造成的社会层面的影响, 也从

外部出口供给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的角度为个体婚姻行为的变化提供了解释途径。 第

二, 本文采用世界各国对中国各城市的外生出口供给作为城市进口扩张的测度指

标, 有效避免了直接采用进口贸易额测度的进口变动与个体婚姻决策之间的内生性

问题。 第三, 本文提出并实证检验了城市进口扩张导致个体结婚几率降低、 结婚行

为减少的内在渠道, 指出城市进口扩张有效促进了女性经济境况的改善、 带来个体

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以及个体婚姻观念的转变, 使得个体对婚姻的需求下降。

一、 文献综述和假说提出

(一) 文献综述

与本文相关的研究主要涉及两类, 一是婚姻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二是贸易开

放与婚姻问题的相关研究。
Becker (1973) [1] 采用成本—收益法对个体婚姻行为进行了理论分析, 并指出

婚姻行为的经济学理论基于两个前提: 一是婚姻是自愿行为, 个体是理性经济人,
只有当结婚的收益大于成本时个体才会选择结婚。 婚姻的收益主要包括互补性收

益 (分工和规模收益) 、 孩子带来的收益、 两性的情感等, 成本主要包括婚配对

341

《国际贸易问题》 2023 年第 11 期



象的搜寻成本、 婚姻存续期间的维系成本等。 二是存在一个婚姻市场, 个体需要

根据自己的市场 (工资、 收入等) 和非市场特征 (相貌、 身高等) 寻找自身的

最优匹配, 从而使婚姻市场达到均衡。 在实证研究上, 众多学者就影响婚姻成本

和收益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主要包括就业和收入、 教育、 性别观念等个体因素以

及经济发展水平、 性别比、 城镇化等宏观因素。 基于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

式, 大多数研究认为男性较高的收入水平会提高婚姻的收益从而提高结婚率, 相

反女性较高的收入水平会降低互补性收益从而降低结婚率 (Keeley, 1979[2] ; Jens-
en, 2012[3] )。 受教育水平是影响个体婚姻决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会通过推迟结

婚时点、 提高经济潜力、 改变婚姻观念等影响个体婚姻行为 (吴要武和刘倩,
2014[4] ; 朱州和赵国昌, 2019[5] )。 通常认为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会导致其推迟

结婚年龄、 减少结婚行为, 男性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对其婚姻行为的影响则存在较大

的不确定性。 性别认知观念主要是指个体对于男主外女主内、 家庭中丈夫收入应多

于妻子等观念的认同度, 研究表明性别认知观念也会显著影响个体婚姻行为 (Ber-
trand

 

et
 

al. , 2015[6] ; 续继和黄娅娜, 2018[7] ; 方颖等, 2021[8] )。 此外, 宏观层

面的市场化和经济发展水平 (Zhou, 2019) [9] 、 房价 (於嘉和谢宇, 2013) [10] 、 性

别比 (于潇等, 2018) [11] 、 城镇化 (宋月萍等, 2012) [12] 、 互联网及社交媒体的普

及 (刘铠豪等, 2022) [13] 、 机器人的使用 (Anelli
 

et
 

al. , 2021) [14] 等均会影响婚

姻形成。
第二类文献从劳动力市场产出角度考察了贸易开放与婚姻之间的关系, 在宏观

层面主要分析了贸易冲击对国家 (地区) 结婚水平的影响 (Braga, 2018[15] ; Kis-
Katos

 

et
 

al. , 2018[16] ; Dorn
 

and
 

Hanson, 2019[17] )。 在微观层面更加关注贸易开放

对个体婚姻决策的影响。 Keller 和 Utar (2022) [18] 考察了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对

丹麦劳动力结婚、 生育、 离婚行为的影响, 结果发现, 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降低了

丹麦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机会, 使得该地区人民更加偏好家庭, 从而婚育率提高。
Giuntella 等 (2022) [19] 考察了全球化对德国劳动力市场、 生育和婚姻的影响, 指

出来自东欧的进口竞争加剧会导致劳动力市场产出下降, 但却对婚姻状况没有显著

影响。 上述微观层面的研究对本文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但本文与其在具体研究对

象、 数据、 识别和估计方法以及结论等方面又有所不同。 与本文更为接近的是刘灿

雷等 (2022) [20] 和刘铠豪等 (2022) 对中国婚育问题的研究。 刘灿雷等 (2022)
基于中国人口普查 1%抽样调查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 出口增长会通过促进女性就

业进而提高其从事家庭活动的机会成本, 最终导致其推迟结婚。 刘铠豪等 (2022)
基于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和中国人口普查 1%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 关税削

减冲击引致的男性工作回报率下降会导致女性结婚意愿下降。 他们的研究均从城市

层面出发、 以年轻女性为考察样本, 分别考察了出口增长和进口贸易自由化对婚姻

的影响, 在研究视角、 数据、 估计方法等方面与本文均存在明显差异。
(二) 本文假说

首先, 进口扩张会带来个体劳动力市场产出的变化, 直接影响个体婚姻决策。
一方面, 进口贸易自由化会通过创造效应 (康继军和郑维伟, 2021) [21] 、 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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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 (Lu
 

and
 

Yu, 2015[22] ; 杜艳等, 2016[23] )、 技术溢出效应 (陈雯和苗双有,
2016) [24] 、 成本节约效应 (邓军和王丽娟, 2020) [25] 等促进一国经济增长和产业

结构升级, 直接带来整体就业机会以及收入水平的提升。 另一方面, 进口扩张加剧

了市场竞争, 根据竞争抑制歧视理论, 这会使得企业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增加

(Becker, 1957) [26] , 同时进口扩张还促进了非正规就业等灵活就业形式的发展

(胡翠等, 2019) [27] 以及产业结构的服务化 (肖挺和黄先明, 2021) [28] , 也使得对

女性劳动力的需求增加, 从而更大程度地促进了女性就业和收入水平的提升。 进一

步地, 个体经济境况, 尤其是女性经济境况的改善, 会使得婚姻的净收益下降, 结

婚行为减少。 具体地, 经济境况的普遍改善会使得婚姻的量化成本如恋爱约会支

出、 彩礼支出、 婚房支出等水涨船高, 女性经济实力的提升也拔高了其结婚的机会

成本, 从而造成婚姻成本的上升; 女性经济实力的提升会使得基于男主外女主内分

工模式下的规模收益下降, 从而造成婚姻的收益下降。 婚姻成本的上涨以及收益的

下降最终使得结婚意愿下降、 结婚行为减少。
其次, 进口扩张会影响个体教育投资决策, 个体受教育水平的变化也会影响其

婚姻决策。 进口扩张引致的技术溢出效应、 竞争效应等促进了研发创新 (田巍和

余淼杰, 2014[29] ; 陈雯和苗双有, 2016; 林薛栋等, 2017[30] ; 王立勇和纪尧,
2022[31] )以及产品质量升级 (汪建新, 2014[32] ; 盛斌和毛其淋, 2017[33] ; 樊海潮

等, 2022[34] ), 显著提高了就业的技能门槛 (罗军, 2021) [35] , 市场对高技能劳动

力的需求不断增长, 就业结构的技能偏向型趋势将促使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造成受教育水平提升 (赵灿和刘啟仁, 2019[36] ; 王明益和张中意, 2022[37] )。 一

方面, 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将直接推迟个体从学生到妻子或丈夫身份转变的时间节

点, 缩短择偶窗口期; 另一方面, 教育能够有效提升个体的潜在经济实力。 此外,
教育过程影响并塑造着个体的婚姻观念, 高学历个体的自主意识更强, 更不容易被

传统婚姻观念所束缚。 即进口扩张引致的受教育水平提升会通过推迟婚姻节点、 增

强经济潜力、 改变婚姻观念进而使得结婚水平下降。
最后, 进口扩张会带来个体婚姻观念转变进而影响其结婚决策。 一方面, 进口

扩张不仅意味着进口产品、 服务的增长, 也暗含着对国外先进管理经验、 规则制度

等方面的学习, 这有效促进了本国市场化水平的提升。 市场化冲击激活了人们的物

质观、 消费观, 个体更加看重对社会价值的追求, 使得传统的婚姻观念和行为发生

了根本性改变 (陈讯, 2014[38] ; 刘铠豪等, 2022)。 另一方面, 进口贸易的发展带

动了本国互联网、 电视网络、 社交媒体等的发展和普及, 通讯方式的更迭推动了社

会交往模式的变迁, 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地方性婚姻圈, 形成了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的

婚姻市场, 也在塑造和引导社会价值观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陈卫民等,
2021) [39] 。 此外, 进口贸易的繁荣还加深了国家间的思想文化交流, 促进了国内婚

恋观念的转变, 个体的自主意识不断强化, 传统的成家立业、 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

逐渐淡化, 适龄群体对婚姻的需求不断降低。 图 1 直观展示了上述进口扩张对个体

婚姻决策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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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进口扩张对婚姻的影响机制

基于以上论述, 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1: 城市进口扩张会抑制个体结婚行为。
假说 2: 城市进口扩张会通过促进就业和收入增长、 提高受教育水平、 改变婚

姻观念等渠道抑制婚姻行为。

二、 计量模型、 指标和数据

(一) 计量方程设定

本文采用 Logit 离散选择模型进行估计, 设定计量方程如下:

ln
P(maritalstatuscti = 1 | X i)
P(maritalstatuscti = 0 | X i)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β0 + β1 lncityimpdct + γX + μc + γt + εcti (1)

P(maritalstatuscti = 1 | X i) = eβ0+β1lncityimpdct+γX+μc+γt+εcti

1 + eβ0+β1lncityimpdct+γX+μc+γt+εcti
(2)

其中, 下标 c、 t、 i 分别代表城市、 年份和个体。 maritalstatuscti 表示个体婚姻

状况。 lncityimpdct 为采用外国对本国城市的出口供给测度出的城市进口扩张程度。 X
为控制变量。 μc 和 γt 为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城市

特征以及时间趋势项的影响。 εcti 为误差项。
(二) 变量和指标

1. 个体婚姻状况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 先将各年份个体婚姻状态的含义进行统一,
再删除离异、 丧偶样本, 仅保留单身、 未婚同居和已婚样本, 最后依据个体是否已

婚, 将其婚姻状态定义为一个虚拟变量: 0 表示未婚 (包括单身和未婚同居),
1 表示已婚 (仅包括已婚)。 本文根据个体婚姻状况计算了城市已婚群体份额, 发

现从 1999 年到 2013 年, 城市已婚群体的份额从 88. 95%下降到了 86. 14%。
2. 城市进口扩张

采用城市进口额测度的进口扩张可能会存在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问题, 导致无

法准确估计城市进口扩张对个体婚姻表现的影响。 为此, 本文采用外国对本国城市

的出口供给来测度本国城市的进口扩张程度 (Crozet
 

et
 

al. , 2018)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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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进口扩张的测算主要有以下两个步骤。 首先, 本文计算国家 o 第 t 年在产

品 k 上的出口供给 Sokt 。 根据 Allen 等 (2020) [41] , 国家 o 在第 t 年出口产品 k 到国

家 d 的出口额 EXodkt 受到两国当年在该产品上的贸易成本 Φodkt、 国家 o 第 t 年在产

品 k 上的供给能力 Sokt 以及国家 d 第 t年在产品 k 上的进口需求Mdkt 的影响, 同时也

受到其他各种随机冲击 Ξodkt 的影响, 即:
EXodkt = ΞodktΦodktSoktMdkt (3)

对上式两端取对数:
lnEXodkt = lnΦodkt + lnSokt + lnMdkt + lnΞodkt (4)

根据现有文献, 两国第 t 年在该产品上的贸易成本 Φodkt 一般来说与两国的距离

distod、 是否接壤 contigod、 是否是共同语言 langod、 是否是共同法系 lawod、 是否

签订区域或双边贸易协定 RTAod、 是否有共同殖民宗主国 colod、 关税 tariffodkt 等因

素有关, 也与国家 o、 国家 d、 产品 k、 年份 t 的固定特征有关, 由此得到:
lnΦodkt = β1 lndistod + β2contigod + β3 langod + β4 lawod + β5RTAod + β6colod

+ β7 lntariffodkt + αo + χ
d + δk + ηt + μodkt, (5)

其中, μodkt 为影响两国贸易成本的其他随机因素。
国家 o 第 t 年在产品 k 上的供给能力 Sokt 一般来说与该国在该产品上的生产率、 禀

赋 (包括资本、 劳动力、 能源、 资源等)、 产品发展程度 (第一、 第二、 第三产业的占

比 induo1t、 induo2t 和 induo3t) 等有关, 也与国家 o、 产品 k、 年份 t 的固定特征 φo、 κk

和 tt 有关。 本文采用一国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perAGDPot 来代理生产率和禀赋, 有:
lnSokt = γ0 lnperAGDPot + γ1 induo1t + γ2 induo2t + φo + κk + tt + νokt (6)

其中, νokt 为影响供给能力 Sokt 的其他随机因素。
国家 d 第 t 年在产品 k 上的进口需求 Mdkt 一般来说与该国的人口 popdt、 城市化

水平 urbandt 以及国家 d、 产品 k、 年份 t 的固定特征 ω—d、 θk 和 φt 有关, 即:
lnMdkt = λ1 lnpopdt + λ2urbandt + ω—d + θk + φt + πdkt (7)

其中, πdkt 为影响进口需求 Mdkt 的其他随机因素。
把式 (5)、 式 (6)、 式 (7) 代入式 (4), 有:

lnEXodkt = β1 lndistod + β2contigod + β3 langod + β4 lawod + β5RTAod + β6colod + β7 lntariffodkt
+ γ0 lnperAGDPot + γ1 induo1t + γ2 induo2t + λ1 lnpopdt + λ2urbandt

+ σo + ζd + τk + υt + εodkt (8)
其中, εodkt = μodkt + νokt + πdkt + lnΞodkt , σo、 ζd、 τk 和 υt 分别吸收了国家 o、 国

家 d、 产品 k、 年份 t 的固定特征。
通过估计上述方程, 本文可以得到所有系数, 并计算得到: ①国家 o 第 t 年在

产品 k 上的供给能力 Sokt , ②国家 d 第 t 年在产品 k 上的进口需求 Mdkt 。
其次, 利用上述国家 o 第 t 年在产品 k 上的供给能力 Sokt 计算第 t 年地区 c 的进

口扩张 cityimpdct :

cityimpdct = ∑
ok

impcokt0

∑
ok

impcokt0

Sok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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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mpcokt0
为第 t0 年地区 c 从国家 o 进口产品 k (HS2 位数产品) 的进口额。

选取 1996 年为基年, 即 t0 = 1996 ①。 对上式中的 cityimpdct 取对数即可得到本文的

核心解释变量。
根据标准引力模型, 外国对本国的出口供给 (Sokt)主要由外国的生产率、 禀赋、

产业结构等决定, 与本国无直接关联 (式 (6) )。 进一步, 中国某城市的进口

(cityimpdct)取决于贸易伙伴国在该产品上的出口供给能力和该地区初始的进口结构

(式 (9) )。 因此, 采用外国出口供给和本国初始进口结构计算的城市进口扩张反映

了与本地经济、 技术或社会变化无关的外部冲击对本地进口的影响, 即它是一个外生

变量。 但同时, 城市进口扩张有效反映了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形势变化和产品供给变化

对本地区进口的影响, 它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本国的进口也会增加, 即二者是显

著正相关的。 图 2 刻画的城市进口扩张与城市进口额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也证实了这一

点。 基于以上逻辑, 采用外国出口供给能力和本国初始进口结构计算的城市进口扩张

来衡量本国城市的进口发展程度是可靠的, 并且可以有效规避内生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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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城市进口扩张与进口额的相关关系

3. 控制变量

本文主要控制了个体和地区层面的部分可观测变量。 个体层面主要包括: 年龄

(age) 及其平方项、 性别 ( sex)、 民族 (minority)、 户籍 ( surveytype)、 受教育年

限 (educationyears), 上述变量均来自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 城市层面包括: 经

济发展水平 ( lnpergdp, 采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 并取对数)、 产业结构

( indstr_ employ, 采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之比来衡量)、 就业水平

(emprate, 采用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 和人口密度 ( lnpopden, 采用每

平方公里的人数来衡量, 并取对数), 上述变量来自于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省

份层面包括: 性别比 ( sexratio_ p)、 房价水平 ( lnresidprice_ p, 采用住宅商品房的

平均销售价格来衡量, 并取对数)、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 cpi_ p)、 交通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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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选取 1996 年作为基年是因为这是本文可获得最早的海关数据。 同时, 1996 年早于样本初始年份

(1999 年), 可以较好地反映城市前期的进口结构。



( railway_ p, 采用铁路营业里程 (万公里) 来衡量), 上述变量来自于 《中国统计

年鉴》。 表 1 为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maritalstatus 111
 

078 0. 86 0. 35 0 1. 00

lncityimpd 111
 

078 8. 07 0. 56 4. 03 9. 68

age 111
 

078 39. 02 10. 66 20 60

sex 111
 

078 0. 52 0. 50 0 1

educationyears 93
 

673 9. 42 3. 39 0 35

minority 111
 

078 0. 03 0. 17 0 1

surveytype 111
 

078 1. 78 0. 63 1 3

lnpergdp 109
 

769 10. 46 0. 88 8. 19 13. 05

indstr_employ 109
 

769 1. 14 0. 60 0. 22 5. 31

emprate 109
 

482 0. 21 0. 12 0. 03 0. 92

lnpopden 109
 

769 6. 95 0. 73 4. 32 8. 57

sexratio_ p 111
 

078 103. 16 2. 98 95. 07 110. 84

lnresidprice_ p 111
 

078 8. 03 0. 55 6. 81 9. 04

cpi_ p 111
 

078 102. 99 2. 65 96. 90 107

railway_ p 111
 

078 0. 29 0. 10 0. 09 0. 51

(三) 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采用了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 ( 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
CHIP) 来测算个体婚姻状态及相关的个体变量, 样本期间为 1999 年、 2002 年、
2007 年、 2008 年和 2013 年。 考虑到被解释变量为个体婚姻状况, 本文仅保留法定

婚龄以上的、 有家庭—事业抉择的劳动个体样本进行研究, 即仅采纳 20—55 岁女

性和 22—60 岁男性样本。 本文采用了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 BACI 双边贸易流数

据、 GeoDist 双边距离数据以及世界发展指标 (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WDI)
来计算外国对本国城市的出口供给, 用以衡量本国城市的进口扩张程度。 控制变量

主要来源于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和 《中国统计年鉴》。 稳健性检验和机制分析部

分还使用到了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和中

国人口普查 1%随机抽样数据 (IPUMS)。

三、 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估计结果

表 2 展示了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 所有估计中均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

应, 为加强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采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的方法进行估计。 根据表 2, 核

心解释变量系数均显著为负, 个体结婚行为与城市进口扩张负相关。 就第 (4) 列的估

计系数来看, 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形下, 城市进口每提高一个单位, 个体结婚的发

生比将减少 81. 95%, 即城市进口扩张会导致个体选择结婚的几率下降, 结婚行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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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直观展示了城市层面已婚群体份额与进口扩张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再次印证了城市

进口扩张会使得个体结婚几率变小, 从而使得城市已婚群体份额下降。

表 2　 基准估计结果

变量 (1) (2) (3) (4)

lncityimpd -0. 167∗∗ -0. 221∗∗ -0. 231∗∗ -0. 199∗

( -2. 428) ( -2. 066) ( -2. 087) ( -1. 766)

age 1. 038∗∗∗∗ 1. 035∗∗∗∗ 1. 035∗∗∗∗

(84. 165) (83. 428) (83. 395)

agesq -0. 011∗∗∗∗ -0. 011∗∗∗∗ -0. 011∗∗∗∗

( -67. 787) ( -67. 224) ( -67. 206)

sex -1. 049∗∗∗∗ -1. 052∗∗∗∗ -1. 052∗∗∗∗

( -35. 782) ( -35. 657) ( -35. 652)

minority 0. 001 -0. 003 0. 001
(0. 014) ( -0. 028) (0. 013)

surveytype 0. 130∗∗∗∗ 0. 129∗∗∗∗ 0. 130∗∗∗∗

(5. 417) (5. 390) (5. 405)

educationyears -0. 105∗∗∗∗ -0. 106∗∗∗∗ -0. 106∗∗∗∗

( -18. 875) ( -18. 985) ( -18. 974)

lnpergdp 0. 015 0. 034
(0. 079) (0. 174)

indstr_employ 0. 231∗∗∗ 0. 228∗∗∗

(2. 984) (2. 801)

emprate 0. 861∗∗ 0. 778∗

(2. 301) (1. 891)

lnpopden
-0. 107 -0. 067

( -1. 292) ( -0. 787)

sexratio_ p 0. 013
(0. 942)

lnresidprice_ p 0. 544∗∗

(2. 013)

cpi_ p 0. 109∗∗

(2. 075)

railway_ p 2. 097∗

(1. 681)

_cons 4. 114∗∗∗∗ -15. 013∗∗∗∗ -14. 588∗∗∗∗ -32. 248∗∗∗∗

(7. 260) ( -16. 499) ( -7. 285) ( -5. 088)
年份固定效应 Y Y Y Y

城市固定效应 Y Y Y Y

样本量 111
 

078 93
 

673 92
 

078 92
 

078

注: 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 、∗∗和∗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 0. 1%、 1%、 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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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城市已婚份额与进口扩张的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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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基准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1) 变换

被解释变量。 在家本位的传统下, 婚姻表现不佳更多地体现为推迟结婚, 于是本文

利用 CGSS 数据评估了省份进口扩张 ( lnprovimpd) 对个人初次结婚年龄的影响。
(2) 改变解释变量的测度方式。 采用城市进口额 (取对数, lnimport) 来测度进口

扩张, 并且考虑到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利用城市进口扩张作为城市进口额的工具变

量, 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 (3) 变换估计样本。 ①采用育龄期个体样本, 即

仅保留 22—45 岁的男性和 20—36 岁的女性样本 (Keller
 

and
 

Utar, 2022)。 ②剔除

流动人口样本 (刘灿雷等, 2022), 因为流动人口的婚姻观念和行为同时受流出地

和流入地的文化的影响。 (4) 改变估计方法。 ①采用 Probit 模型进行再估计。
②采用差分估计 (刘灿雷等, 2022)。 利用 1990 年和 2000 年的 IPUMS 数据, 计算

各个城市在两个年度的已婚群体份额, 取 2000 年城市已婚群体份额与 1990 年城市

已婚群体份额的差值作为被解释变量, 并计算各个城市在两个年度的城市进口扩

张, 取 2000 年城市进口扩张与 1990 年城市进口扩张的差值为核心解释变量 (dlnc-
ityimpd)。 表 3 报告了估计结果: 所有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均符合预期, 证实了城

市进口扩张会使得个体结婚的发生比下降, 基准结果稳健, 假说 1 成立。

表 3　 稳健性检验

变量
初婚年龄 进口额-IV 育龄期样本 剔除流动人口 Probit 估计 差分估计

(1) (2) (3) (4) (5) (6)

lnprovimpd 0. 367∗

(1. 749)

lnimport -0. 443∗

( -1. 951)

lncityimpd -0. 197∗ -0. 363∗∗∗ -0. 121∗∗

( -1. 662) ( -3. 056) ( -1. 978)

dlncityimpd 　 -0. 007∗∗∗∗

( -3. 451)

_cons 33. 519∗∗∗∗ -9. 088∗ -37. 374∗∗∗∗ -25. 727∗∗∗∗ -16. 207∗∗∗∗ 0. 542∗∗∗∗

(3. 630) ( -1. 684) ( -5. 633) ( -3. 514) ( -4. 766) (5. 450)
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年份固定效应 Y Y Y Y Y —

城市固定效应 — Y Y Y Y —

省份固定效应 Y — — — — —

样本量 26
 

663 92
 

078 51
 

396 80
 

094 92
 

078 230

(三) 分样本检验

考虑到城市间的特征差异、 进口来源国和进口产品的差异以及个体间的特征差

异, 本节就此进行分样本检验。
1. 基于城市特征进行分样本检验

(1) 根据城市区位将样本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 各地区资源禀赋以及政

府政策的差异造就了各区域间各不相同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水平, 这既影响着进口贸

易, 也影响着个体就业、 收入等经济变量以及教育、 观念等社会变量。 (2)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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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就业水平将样本分为就业率较低和就业率较高的城市。 就业是个体获得收入的

主要途径, 深刻影响着个体的经济社会境况。
2. 基于进口来源国经济发展水平和进口产品质量进行分样本检验

(1) 根据进口来源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类①。 进口来源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本国进口的产品种类和质量, 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进口通

常会产生更大的技术溢出效应, 更大程度地影响国内经济发展和劳动力需求。
(2) 根据进口产品质量进行分类②。 一般来说, 高质量产品的技术含量较高, 技术

或资金等方面的限制会使得其国内生产的成本较高, 因而进口高质量产品能够更有

效地节约成本; 同时, 进口高质量产品会通过技术溢出效应、 学习效应等促进国内

生产力发展, 即进口高质量产品会对国内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产生更大的影响。
根据表 4, 城市进口扩张会使得就业率较高的以及东部城市的个体更多地降低

结婚几率, 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进口、 进口高质量产品会对城市中的个体婚

姻表现产生更大的负向影响。

表 4　 分样本检验 (I)

变量

城市区位 就业水平 进口来源国经济发展水平 进口产品质量

(1) (2) (3) (4) (5) (6) (7) (8)

东 中西 低 高 低 高 低 高

lncityimpd 　 -0. 353∗∗ 　 0. 160 　 -0. 131 -0. 313∗ 　 　 0. 078∗∗∗ -0. 185∗ 0. 447 　 -0. 849∗∗∗∗

( -2. 074) (0. 899) ( -0. 653) ( -1. 753) (2. 620) ( -1. 688) (1. 575) ( -4. 516)

_cons -48. 401∗∗∗ -27. 413∗∗∗ -21. 923 -42. 640∗∗∗∗ -39. 801∗∗∗∗ -32. 389∗∗∗∗ -69. 656∗∗∗∗ -22. 600∗∗

( -2. 659) ( -3. 073) ( -1. 432) ( -5. 177) ( -5. 806) ( -5. 112) ( -6. 263) ( -2. 057)

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Y Y

年份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Y Y

城市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Y Y

样本量 41
 

674 50
 

404 42
 

101 49
 

950 81
 

154 91
 

736 47
 

196 44
 

862

3. 基于个体特征进行分样本检验

(1) 按照性别将样本分为男性和女性。 男性和女性进行婚姻决策时所关注的

因素不同, 且城市进口扩张对其在就业、 收入、 教育等方面的影响不一致。
(2) 按照个体是否处于初婚年龄段将样本分为低年龄组和高年龄组样本, 前者为

初婚年龄段个体, 即 20—34 岁女性和 22—36 岁男性, 后者为 35—55 岁女性和

37—60 岁男性 (孙炜红和谭远发, 2015) [42] 。 通常认为年轻个体更少受传统文化

规制的影响, 具有较高的婚姻自主权。 (3) 根据受教育水平将样本分为低学历个

体和高学历个体, 前者指初中及以下学历, 后者指高中及以上学历。 受教育年限直

接决定了个体身份转变的时点, 且会对个体收入以及婚姻观念产生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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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利用 WDI 数据, 以人均 GDP 的中位数将各国分为经济发达和经济欠发达国家, 并分别计算了来自经

济发达国家的城市进口扩张指标和来自经济欠发达国家的城市进口扩张指标。
本文采用技术复杂度来衡量产品质量。



(4) 按照个体收入水平将样本分为低收入和高收入个体。 婚姻存在典型的风险削

弱功能, 低收入者更有可能通过结婚来获得生活资料, 反之, 高收入者更具婚姻自

主权, 可能导致结婚意愿降低。 (5) 根据户籍将样本分为非农户口和农业户口个

体。 非农个体更多从事市场活动, 平均而言经济境况更佳、 婚姻观念也更开放。
根据表 5, 所有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基本为负, 再次证实了本文的基准估

计结果。 从系数值来看, 进口扩张会促使女性、 初婚年龄段、 高学历、 高收入和非

农个体更大程度地降低结婚几率。

表 5　 分样本检验 (II)

变量

性别 年龄 受教育水平 收入 户籍

(1) (2) (3) (4) (5) (6) (7) (8) (9) (10)

男 女 低 高 低 高 低 高 非农 农业

lncityimpd
-0. 125　 -0. 374∗∗ -0. 203∗ -0. 598　 0. 170　 -0. 481∗∗ -0. 108　 -0. 530∗∗ -0. 553∗∗ -0. 027　

(-0. 905) (-2. 317) (-1. 645) (-1. 120) (1. 116) (-2. 540) (-0. 439) (-1. 983) (-2. 017) (-0. 135)

_cons -27. 339∗∗∗∗ -27. 222∗∗∗ -41. 325∗∗∗∗ 7. 624 -36. 975∗∗∗∗ -24. 400∗∗∗ -16. 051 -30. 198∗∗ -32. 465∗∗∗ -38. 042∗∗∗

(-3. 685) (-3. 125) (-5. 927) (0. 326) (-3. 563) (-2. 670) (-1. 346) (-2. 236) (-2. 804) (-3. 219)

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Y Y Y Y

年份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Y Y Y Y

城市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Y Y Y Y

样本量 56
 

802 52
 

680 36
 

091 47
 

195 54
 

645 37
 

371 39
 

271 31
 

855 33
 

877 42
 

362

四、 机制检验

本文认为城市进口扩张将会通过提高就业和收入水平、 促进教育投资、 改变个

体性别认知观念使得个体结婚意愿下降, 结婚行为减少, 对此本文将利用 CHIP 数

据以及 CGSS 数据对其进行实证检验。
1. 城市进口扩张有效促进了就业和收入增长, 尤其对于女性而言

一方面, 进口扩张会通过创造效应、 资源配置效应等带来一国整体就业和收入

水平的提升。 另一方面, 由于竞争抑制歧视效应、 女性就业更具灵活性以及产业结

构服务化趋势, 进口扩张会带来女性就业和收入水平更大幅度的提升。 利用 CHIP
数据, 本文先是刻画了两性个体就业水平并证实了其与城市进口扩张的正相关关

系。 紧接着, 本文实证检验了城市进口扩张对个体收入水平的影响, 结果见表 6 第

(1) — (3) 列。 显然, 城市进口扩张促进了个体就业和收入增长, 且对女性劳动

力的促进作用更大。 女性群体经济实力的相对提升可能会导致婚姻的互补性收益下

降、 成本上升, 从而减少结婚行为。 利用 CHIP 数据, 本文检验了两性个体收入水

平 (lnincome) 与其婚姻行为的相关关系, 根据表 6 第 (4) 列和第 (5) 列, 男性

收入增长会促使其结婚的发生比提高, 而女性收入增长则会使得其结婚的发生比下

降。 综合上述结果, 城市进口扩张会带来两性个体就业和收入增长, 且女性个体的

增长幅度更大。 进一步地, 女性群体经济实力的提升会使得婚姻的净收益下降、 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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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的自主权提高, 最终使得结婚行为减少。
2. 城市进口扩张促进了个体受教育水平的提升

进口会带来技术溢出效应、 倒逼效应等, 使得劳动力的技能门槛提高, 从而促

使个体增加教育投资。 利用 CHIP 数据和 CGSS 数据, 本文实证检验了个体受教育

水平与进口扩张的相关关系, 根据表 6 第 (6) 列和第 (7) 列, 二者呈显著正相

关, 表明进口扩张会促使个体增加教育投资, 从而提高受教育水平。 受教育水平的

提升会对个体婚姻决策产生多重影响。 一方面, 受教育年限的延长直接缩短了个体

择偶的窗口期, 使得结婚行为推迟或减少。 另一方面, 教育有助于提高个体技能,
增强其潜在经济实力, 女性群体经济实力的提升可能会导致其结婚行为减少。 此

外, 教育还会通过观念影响个体婚姻决策。 即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很大程度上会

导致其结婚意愿下降, 而对于男性则是不确定的, 因而, 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可能会

造成总体上结婚的发生比下降。

表 6　 机制检验

变量

进口扩张与收入增长 进口扩张与教育投资 进口扩张与性别观念

(1) (2) (3) (4) (5) (6) (7) (8) (9)

收入 男性收入 女性收入
男性婚姻

状况
女性婚姻

状况
CHIP 数据 CGSS 数据

干得好不如
嫁得好

均摊家务

lncityimpd 　 0. 530∗∗∗∗ 　 0. 419∗∗∗∗　 0. 694∗∗∗∗ 　 0. 269∗∗∗∗

(7. 580) (4. 948) (5. 971) (3. 387)

lnincome 　 　 0. 075∗∗∗∗　 -0. 076∗∗∗∗ 　 0. 016∗∗∗∗ 0. 008
(6. 526) ( -6. 272) (3. 491) (1. 598)

lnprovimpd 　 0. 305∗∗

(2. 474)

llnprovimpd 0. 395∗ 0. 767∗∗∗∗

(1. 855) (3. 365)

_cons 4. 651∗∗∗∗ 3. 533∗∗∗ 6. 954∗∗∗∗ -31. 346∗∗∗∗ -50. 321∗∗∗∗ 13. 658∗∗∗∗ 10. 162∗∗∗∗ 25. 293∗∗ 26. 662∗∗

(4. 498) (2. 906) (3. 953) ( -3. 367) ( -4. 405) (10. 114) (4. 409) (2. 514) (2. 530)
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Y Y Y

年份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Y Y Y

城市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 — —

省份固定效应 — — — — — — Y Y Y

样本量 68
 

019 38
 

581 29
 

438 40
 

506 30
 

740 87
 

162 58
 

576 26
 

492 26
 

536

3. 城市进口扩张促进了个体性别认知观念转变

进口扩张促进了国内市场化水平的提升、 互联网及社交媒体的普及、 国外文化

思潮的涌入, 逐渐形成了开放包容的文化观念。 新时代个体不再局限于男主外女主

内的传统规制, 女性也可以追求事业、 男性也需要兼顾家庭。 利用 CGSS 数据, 本

文考察了城市进口扩张对个体家庭观的影响, 主要是个体对两性在家庭中承担角色

的看法所带来的影响。 具体地, 本文考察了以下两个问题: ①您是否同意干得好不

如嫁得好? 0 同意, 1 不同意; ②您是否同意夫妻应该均等分摊家务? 0 不同意,
1 同意。 考虑到观念变迁的长期性和进口扩张影响的时滞性, 本文取省份进口扩张

的滞后期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 llnprovimpd)。 根据表 6 第 (8) 列和第 (9) 列, 核

心解释变量系数均显著为正, 表明进口扩张使得 “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等观念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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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越来越多人的反对, “夫妻应该均等分摊家务” 等观念越来越被人接受。 男主外

女主内的传统观念逐渐被打破, 越来越多的个体认同女性也可以追求事业、 男性也

需要参与家庭劳动。 经济境况的改善、 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以及性别观念的变迁使得

个体能够根据自身意愿进行家庭—事业决择, 婚姻的重要性逐渐下降。 因此, 本文

所提出的机制有效, 假说 2 成立。

五、 结　 论

以婚姻关系为基础的家庭是构成社会的重要组成单元, 婚姻的维系不仅关系到

个人幸福、 家庭和谐, 也与社会稳定、 经济持续发展息息相关。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

收入调查数据详细考察了城市进口扩张对个体婚姻决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结果

表明: 第一, 城市进口扩张显著降低了个体结婚几率。 第二, 城市进口扩张会促使

就业水平更高的、 东部地区的个体以及女性、 初婚年龄段、 高学历、 高收入和非农

个体更大程度地降低结婚概率; 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进口、 进口高质量产品

会对个体婚姻表现产生更大的负向影响。 第三, 机制分析的结果表明城市进口扩张

显著提升了女性经济实力、 提高了个体受教育水平、 改变了个体婚姻观念, 进而对

婚姻的需求降低。
持续走低的结婚率在婚内生育的传统下必然会带来生育率的降低, 从而引发老

龄化加剧、 劳动力规模萎缩等一系列后果。 因此, 有必要对其进行合理适度的引

导。 首先, 在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下, 城市进口扩张引致的女性收入水平提升

会使得互补性收益下降, 阻碍婚姻形成。 因此, 在保证女性经济社会地位持续提升的

前提下, 要引导个体增强结婚意愿, 势必需要松动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 只有当分

工模式被改变时, 个体收入的提升才能有效降低其经济压力, 促进婚姻形成。 其次, 要

不断强化教育对婚姻的正向作用, 一是要重视教育的过程, 加强教育对个体综合素质、
社会关系、 眼界等方面的提升作用; 二是要重视教育的产出, 构建知识型社会, 提高

教育投资的经济收益。 同时, 要缓解受教育年限延长的不利影响, 一是要减少对大龄

男女青年的歧视, 延长个体的择偶窗口期; 二是要加大对晚婚晚育的接受度, 并通过

科学降低高龄产妇的生育风险。 最后, 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使得婚姻的经济收益相对

缩小, 人们对婚姻的需求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寄托和情感的追求, 提升婚姻质量和幸

福感已然成为吸引当代年轻人迈入婚姻殿堂的重要因素。 因此, 要更加重视个体非市

场特征, 如眼界和综合素质等对婚姻质量的提升效应; 同时, 还应倡导家务分工合理

化, 以提高婚姻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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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Urban
 

Import
 

Expansion
 

on
 

Individual
 

Marriage
 

Decisions
 

in
 

China
LI

 

Dan　 SUN
 

Churen
Abstract: Using

 

data
 

from
 

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
 

this
 

paper
 

extensive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urban
 

import
 

expansion
 

on
 

individual
 

marriage
 

decision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urban
 

import
 

expansion
 

significantly
 

decreases
 

the
 

likelihood
 

of
 

indi-
viduals

 

getting
 

married.
 

This
 

finding
 

remains
 

robust
 

after
 

altering
 

measurement
 

methods
 

of
 

explanatory
 

and
 

explained
 

variables,
 

changing
 

estimation
 

samples,
 

and
 

modifying
 

estima-
tion

 

methods.
 

Sub-sample
 

tests
 

reveal
 

that
 

import
 

expansion
 

prompts
 

individuals
 

with
 

high
 

employment
 

rates
 

in
 

eastern
 

regions,
 

females,
 

within
 

first
 

marriage
 

age,
 

highly
 

educated
 

individuals,
 

high-income
 

earners,
 

and
 

non-agricultural
 

workers
 

to
 

decrease
 

their
 

likeli-
hood

 

and
 

frequency
 

of
 

marriage.
 

Importing
 

from
 

countries
 

with
 

higher
 

economic
 

develop-
ment

 

and
 

importing
 

high-quality
 

products
 

also
 

exerts
 

a
 

mo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
 

impact
 

on
 

individual
 

marriage
 

behavior.
 

Mechanism
 

analysis
 

confirms
 

that
 

urban
 

import
 

expansion
 

effectively
 

increases
 

female
 

employment
 

and
 

income
 

levels,
 

promotes
 

individual
 

education-
al

 

attainment,
 

and
 

alters
 

individual
 

perspectives
 

on
 

marriage,
 

reducing
 

the
 

demand
 

for
 

marriage
 

and
 

consequently
 

lowering
 

marriage
 

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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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Expansion;
  

Marriage;
  

Marri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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